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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后中共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
配备、选拔与规训

∗

———以抗战胜利前后中共山西太南农村基层干部为例

杨奎松

内容提要　 美国作家韩丁在《翻身》一书里描述了他亲历过的山西潞城县张庄战后

土改的情况。 他清楚地注意到：“地主阶级的独裁统治，被一批过去无地或者少地的年轻

农民暂时取代了。”这些从旧社会污泥中爬过来，带有农民自私印记，见识和能力都较低

的干部，往往很容易走上追求享受和滥权的歧途。 韩丁因此发问道：他们能不能摒弃凭着

领导地位而取得的特权，领导所有穷人站起来，使张庄摆脱过去那种绝境呢？ “如果他们

没有这样的见识和能力，那么谁有呢？”很显然，这对于必须依靠农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

而言，无疑是一个需要长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中共　 农民　 基层干部　 太南　 敌后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人口长期占总人口 ９０％左右。 自 １９２７ 年至 １９４５ 年，中共十几年扎根农

村，并且以贫苦农民为依靠对象，因此，不仅党员干部百分之八九十是农民出身，而且其中相当多数文

化程度很低。 即使在非敌后的陕甘宁边区，在实行国共合作政策并力行“三三制”的情况下，１９４０ 年

甘肃环县 ３７ 位乡长，仍有 ２１ 位完全不识字，１４ 人仅粗通文字，只有两个人受过些教育。 边区政府和

中共中央所在的延安，甚至还不如环县。 １９４１ 年延安县委就有报告说明，县里所有乡长都不识字。 这

种情况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共党的政策指示及其各级党政部门工作安排的贯彻落实。 该报告指

出：由于他们“一般缺乏文化知识，缺乏独立工作能力，同时相当浓厚的乡土观念、家庭观念，也成了他

们进步和发展的重大限制”，因此，他们不仅难以在政治和政策层面上与上级领导机关保持良好沟通与

互动，就是他们理应熟悉的土地问题，多半也很难处理好。 因为执行上级下达的那些涉及阶级划分、土地

评估标准之类的复杂的土地政策，对他们是太过困难的事情，因而他们往往会采取简单粗糙的做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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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２０１９ 年１０ 月 １３ 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召开的“东亚战时动员的相位———冲击与遗产”中日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参会论文。
参见《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１９４３ 年 ２ 月 ２４ 日公布），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

件选编》第 ７ 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９９ 页；马克·塞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１４５、１５６—１５７ 页；周锡瑞：《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南开大学历史系等编：《中外学者论抗日

根据地》，档案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５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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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中共敌后根据地干部的情况，也大略如此。 相比较而言，另一种“敌后”，即仍在日本

占领下的中共游击区（也即“沦陷区”）的基层干部，由于文化程度低所带来的问题就表现得更加明

显。 强调敌后根据地和日本占领下的中共游击区的不同，旨在说明这种不同也必定会在农村基层

干部党员的产生、表现上有所反映，上级部门对县以下基层干部的选拔、配备和要求，也必定会有不

同。 这种复杂状况，特别是基层干部党员观念、品行和能力参差不齐的情况，自然也会延续到战后。
如何使农村基层干部，尤其是缺少长期系统教育训练的干部，在文化水平和政治能力上得到提升，
懂政策、有理想、遵纪守法，对战后中共干部政策其实是一件相当困难又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涉及上述问题的研究成果目前还很少见到①，本文这里考察抗战胜利前后太南部分地区中共

农村基层干部的情况，也只是试图强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解决的困难性而已。

从韩丁笔下几个农村抗日青年谈起

读过美国作家韩丁（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ｉｎｔｏｎ）《翻身》一书的读者，相信都记得他笔下张庄几个青年在日

本占领期间，冒生命危险，协助中共做地下工作的情况。 他们不仅组织了“地下政府”，帮助八路军

收集情报、征集粮食和被服，参与除奸和打击“顽军”（国民党在敌后的武装），而且还“抓紧一切时

间学习政治”，“尽最大力量攻读”毛泽东的著作，“开始懂得像阶级、劳动创造世界、社会发展史以

及决定中国前途的土地改革的必要性等基本观点”。②

根据韩丁了解到的情况，这个秘密组织的主要成员，一半都没有能够活到战后。 是什么使这几

个农村青年会跟着共产党而将个人生死置之脑后呢？ 他的解释是：自然村小沟村村长张天明和雇

农申锁子，是因为接触到了中共潞城五区区长，有了抗日的要求；申的好友弓来宝是因为日子过得

太苦，“为了求解放”；村中少有的富户子弟师福元是因为自己的家庭动辄受到兵匪抢劫和贪官压

榨，“因此对旧的统治当局充满了仇恨”。 他不经意地也提到了另一层原因，就是山西潞城张庄地

理位置的特殊性。 张庄背后就是大山，往山里跑就能进到中共太行根据地去。 故“风声紧急时，只
要能避开，他们总可以上山去。 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只要来得及，总可以请到八路军”。③

韩丁能够了解到这些情况，是因为他在 １９４８ 年春夏曾作为土改工作队观察员一度到过张庄，
不仅亲历了张庄土改后期纠偏的经过，并且采访过当年参与过抗日秘密工作的几位年轻人。 但比

较他亲历的张庄土改纠偏，和村里许多人对 １９４６—１９４７ 年土改情况及问题的描述，他对抗战期间

张庄中共基层组织和干部党员情况的了解，应该并不深入，也不很准确。
比如，当韩丁提出：“为什么他们在随时都可能被逮捕和被杀害的情况下还留在村子里，而不

到山里去参加正规军，拿起枪杆子进行战斗呢？”按他的说法，被询问的几位年轻干部完全不觉得

这是一个问题，“他们仿佛觉得那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沦陷村的工作需要人嘛”。 但这

种回答是否合乎实际呢？ 韩丁对此没有提出任何疑问。 又比如，几位年轻干部回忆说，张天明等当

年曾带领他们“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政治”和攻读毛主席著作，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韩丁照录了他

们的说法，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当年像张庄这样的偏僻农村里，贫苦农民基本不识字的情况。 张天明、
师福元、申锁子、弓来保等，除师福元家庭条件较好外，穷木匠出身的张天明和身为雇农的申锁子、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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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周锡瑞《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 ５４５ 页；李轲：《抗战时期中共农村基层组织与党

员发展之考察———以山西省长治县为例（１９３７—１９４５）》，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２０１１ 年；等。
韩丁著，韩倞等译：《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版，第 １０１—１０３ 页。
韩丁：《翻身》，第 ９８—１０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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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保等，怕是连学也没上过，能认多少字都是问题。
另外，韩丁对张庄沦陷期间形势变化背景的描述也不尽准确。 按照他的描述，１９４３ 年之前在

张庄为八路军收集粮食、被服，包括开展政治学习，都还相当便利，１９４３ 年以后“就被战争打断了”。
不仅不能往太行根据地跑，也指望不上八路军了，就连中共地下的区县政府人员也联系不上了，敌
伪的强化治安导致区村干部接连被杀，申锁子和弓来保穷困到没有吃的东西，为了熬过冬天，他们

还不得不脱离秘密工作，跑到太原去打了几个月零工，直到春天才回来。
实际上，在张庄能够半公开地为八路军收集粮食、被服的时间，主要是 １９３８—１９３９ 年。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八路军北撤①后，太南各县就成了国民党中央军的控制区，中共各县区的党政组织也

一并退出了该地区，农村中的政权和党组织均告瓦解。 １９４２ 年春夏，日军对太北及晋东南国共各

根据地展开大扫荡后，国民党军损失惨重，共产党八路军又开始以武装工作队的形式秘密回来，并
且重新在农村中恢复基层组织。 一年后，日军再度围攻国民党晋东南武装，太南地区国民党党政军

高官及其县村政权纷纷投降日伪，中共各级组织借机进一步发展起来。
之所以在开篇要特别提到韩丁所描述的这段史实，是因为他所描述的潞城县张庄的中共基层

村干部，和本文准备重点考察的长治地区的农村干部，既有许多相似点，也有着重要的比较参照的

意义。 长治北接潞城，两县均属太南，同为沦陷区，１９４３ 年以后亦先后成为中共武装活动的游击

区。 两者唯一值得重视的不同之处，就是韩丁看似不经意地提到的那个地理条件上存在差异。 潞

城北接太行山脉，境内山峦重叠、沟壑纵横；长治却地处太行、太岳、王层等山脉包围下的上党平原，
自然条件颇为优越。 相对而言，长治较潞城更富足，不仅人口多得多，上学识字的人也更多。 故其

基层干部的文化素质，理应不比潞城差。 然而，如果按韩丁对张庄抗战期间几位年轻干部政治文化

素养的描述，情况却好像又并非如此。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读韩丁的《翻身》，更容易引起读者重视的，是他关于取得了农村基层政权的那些过去无

地少地的年轻农民，“很容易走上追求享受、滥用特权的歧途”的那些描述。 这方面的发现是他亲

见、亲闻，且亲历过的事情，因而远比他听到的抗战期间张庄年轻农民不怕牺牲的故事来得更可靠。
也正是因为这些发现，才导致他做出了下述思考：

地主阶级的独裁统治，被一批过去无地或者少地的年轻农民暂时取代了。 他们苦大仇深，
积极热情，勇于创造，向往美好的新世界。 然而他们还有私心，很容易走上追求享受、滥用特权

的歧途……这些领导人是从旧社会的污泥中爬过来的，身上还带有其出身的印记，他们有没有

见识和能力来纠正那些损害运动的过火行为呢？ 他们能不能摒弃凭着领导地位而取得的一些

特权利益，领导所有的穷人站起来，把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搞大生产……使张庄摆脱过去那种绝

境呢？ 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见识和能力，那么谁有呢？②

这也是本文之所以把韩丁的田野调查资料与长治的档案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对太南中共敌后

农村基层干部群体状况及特性，做概略性考察和分析的原因所在。

抗战后期长治中共干部的基本状况

这里所以限定在抗战后期，是因为如上所述，太南如潞城和长治农村成为敌后中共与日伪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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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共撤军的原因及大体情况，可参见拙作《晋西事变与毛泽东的应对策略》，《史学月刊》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韩丁：《翻身》，第 ２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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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争夺的对象，其实只是 １９４３—１９４５ 年间的事。 抗战爆发后，牺盟会和八路军虽然在当地活动

过两年左右时间，但 １９４０ 年初大举撤出后，全部组织基础即告瓦解。 １９４３ 年初中共方面才下决心

重新恢复长治县的党政机构（县委和县政府）及其各级组织。① 为此，太行四地委派回了不少撤走

的干部，然而其工作难度几乎相当于重建，而且非得借助文化程度较高的外来干部不可。
基于阶级观点和中共自身干部的特点，中共在干部选任的标准中并无文化程度（即受教育程

度）的要求。 但实际上，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党，它对理论学习的强调和对干部理解、把握政策水

平的要求，是一以贯之的。 因此，即使在依靠农民打天下的战争年代，它不仅坚持以党领政领军，而
且从中央到地方，党各级主要领导人也几乎都由知识分子或中等以上教育背景的青年学生出身的

干部担任。 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开始突出强调工人农民的领导地位②，在对县

及县以上党政主要领导人的任用上，各级党委实际上仍旧坚持要兼具“政治、文化水平”③，因此

“知识分子干部”仍旧是选派的主要对象。④

长治县党政领导机关是 １９４３ 年开始恢复和重建的，其县、区两级主要领导干部都是中共太行

四地委选派的。 已知当年先后选派到长治担任新建县区两级领导干部的人员信息如表 １。

表 １　 １９４３ 年长治新建县区两级领导干部情况表 　

姓名 职务 籍贯 年龄（岁） 党龄（年） 文化程度 成分 调入时间

郑国栋 县长 河南 ３０ ４ 高中 地主 １９４３􀆰 ０３
薛　 明 副书记 辽宁 ２８ ５ 高中 地主 １９４３􀆰 ０８
史宏泉 组织部长 河南 ２７ ５ 初中 地主 １９４３􀆰 ０８
张苏斌 宣传部长 河南 ２６ ５ 初中 地主 不详

康　 宇 公安局长 山西 ２５ ５ 初中 地主 １９４３􀆰 ０７
马怀信 公安股长 河南 ２６ ５ 高小 富农 １９４３􀆰 ０６
李来盛 交通局长 山西 ２２ ３ 高小 中农 １９４３􀆰 １１
王长生 一区区长 山西 ３２ ５ 粗通文字 工人 １９４３􀆰 ０６
王六翔 二区区长 山东 ２６ ５ 高中 地主 １９４３􀆰 ０６
刘　 强 三区区长 山西 ３０ ２ 初中 中农 不详

王宗周 四区区长 河北 ３２ ３ 高中 富农 不详

冯　 贲 五区区长 河南 ２５ ４ 高小 富农 １９４３􀆰 ０８
尚光武 五区区干队副政委 山西 ２８ ４ 高小 中农 １９４３􀆰 ０８

备注

（１）本表中籍贯项中“山西”均指长治以外山西其他县。
（２）表中“成分”项为当年统一用法，实际指的是“家庭成分”。 １９４５ 年以后该项基本改为两项：“家
庭出身”和“本人成分”。

　 　 资料来源：长治县委：《干部调入登记表》（１９４４ 年 ２ 月 １６ 日）；《干部登记》（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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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长治县委 １９４３ 年下半年一份报告可知，１９４１ 年 ８ 月退出长治的长治干部曾在太行成立过一个“长治抗日人民执行

所”，想要恢复群众工作，但直至 １９４２ 年 ３ 月武工队成立后才部分回到长治。 １０ 月 ２０ 日经上级批准成立了长治县工委，１９４３ 年 １
月正式改为县委，才真正开启重建组织的活动。 参见《党和群众组织工作材料》（１９４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１９４２ 年 ５ 月），《毛泽东选集》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８７３ 页。
若愚：《一九四五年几个问题的总结意见》（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３０ 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 ７ 卷，山西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７８４ 页。
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在党内使用的“知识分子干部”的概念不同于今日。 毛泽东早在 １９２８ 年就将只读过初中的陈正人定

性为“知识分子干部”了。 从延安整风开始，凡不是工农兵或军事干部，受过小学以上教育并从事文字工作的干部，常常都被称为

“知识分子干部”。 参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毛泽东选集》第 １ 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７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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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１９４２ 到 １９４３ 年，整个太南敌后都处在需要新开辟游击区的情况下，所需高素质干部缺口

极大。 从表 １ 即看出，作为太南核心区域的长治，太行四地委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县委书记，只
能暂时空缺。 ５ 个区长，３ 个初中以上、１ 个高小程度，１ 个粗通文字但党龄长，有过基层领导工作

经验。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外来的、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政治素质相对也较强。 从 １９４３ 年底长治县

干部统计资料可知，这时被派回恢复组织的干部被捕和牺牲的比例相当高。 多数干部这一年 ３ 至

８ 月才派来，其中 １３ 人，即占年底县区干部仍在册总人数的 １ ／ ５ 强，已经被捕或牺牲了。 他们中区

长就有 ４ 人（２ 捕、２ 亡），其他除 １ 名是本地干部外，１ 名副区长，１ 名公安干事，也是外来干部，学
历是 ２ 人高中、１ 人初中、２ 人高小。 并且，牺牲的 １１ 人，除被抓捕当场死亡者外，多数都是“大骂敌

人，光荣牺牲”的。
１９４３ 年底在册的县区党员干部 ３７ 人，仍有 １３ 名，即 １ ／ ３ 强为外来干部，他们的文化程度也都

大大高于本地干部。 县长和县委副书记为高中毕业，外省人；县委两部长、三区区长、县公安局长、
公安局审讯股长、公安干事也是外来干部，大都读过初中，仅 １ 人高小毕业。 ２５ 名本地干部中，仅 ６
人（区长、秘书、组长、文书、干事、助理各 １ 人）高小毕业。 总计县区级干部中高中程度 ３ 人，初中

程度 ６ 人，高小程度 ９ 人，高小以上文化程度干部共为 １８ 人，约占半数，余“粗通文字”或“少识字”
者 １９ 人，均为本地农民干部。①

将近半年后，新的干部统计表显示，四地委为长治派来了新的县委书记，并新调来 ２０ 位左

右外地干部。 除去此半年中个别外调并又有十余人被捕、牺牲外，长治区县级党员干部的总人

数增加到 ５８ 人。 其中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者约 ２５ 人，较半年前，县区干部的文化水平略有

降低。②

再一年后，即 １９４５ 年 ６ 月的干部登记表显示，又有 １１ 名干部牺牲，在册党员干部人数已增加

到 ７５ 名。 其中本地干部 ４３ 人，达到 ５７％ ，有高小以上学历者仅 ２１ 人，仅为 ２８％ ，余皆属“粗通文

字”或“少识字”者。 可知上级党委已没有多少干部可调了，从本地提拔上来的区级干部，使县区干

部的整体文化程度进一步降低。③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即从延安整风后中共中央大力倡导提拔工农干部的倾向来看，长治干

部文化程度降低，从纯洁党的干部队伍的角度，未必没有好处。 因为干部文化程度的高低，几乎

都与他们的家庭出身和自身的阶级成分直接相关。 那个年代无论在中国什么地方，能够供得起

孩子上学的，至少都是家有余粮剩米的；普通农民孩子学历高者，其家庭的阶级成分通常也高。
相反，“粗通文字”者多半是贫苦出身，“少识字”者其家庭不是赤贫，多半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的。 因此，反映在抗战后期长治区县干部调查统计表相关信息的变动上，干部文化程度整体较高

时，出身地主、富农及商人的比例必定高；反之，干部队伍文化程度整体较低时，出身贫苦农民的

比例必定高。
长治县区干部阶级出身与文化程度这一变动的大体趋势，可见表 ２。 虽然这一变动只发生在

抗战结束前的最后三年，但它与中共战后在农村贯彻阶级路线，包括整党整干，未必没有某种因果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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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长治县委：《组织工作一些材料》（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干部登记》（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长治县委：《干部登记表》（１９４４ 年 ５ 月）。
长治县委：《干部登记表》、《党员干部损坏登记表》（１９４５ 年 ６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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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长治县区干部阶级出身、文化程度变化表 单位：％

年份 出身地富商人 出身中农 出身贫雇农 初小文化以上

１９４３ ３６􀆰 ０ ４６􀆰 ０ １６􀆰 ０ ５０􀆰 ０

１９４４ ２４􀆰 ５ ２６􀆰 ４ ２４􀆰 ５ ３９􀆰 ６

１９４５ １６􀆰 ９ ４０ ３５􀆰 ３ ３３􀆰 ３

　 　 资料来源：长治县委：《干部登记》（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长治县委：《干部登记表》 （１９４４ 年 ５ 月）；长治县委：《干部登记表》

（１９４５ 年 ６ 月 ２２ 日）；《党员干部损坏登记表》（１９４５ 年 ６ 月 ２２ 日）。

注：表中统计不尽完整，系因《干部登记表》中相关数据各有一些缺失之故。

长治组织重建期间区级干部的形象

１９４３ 年长治县的组织恢复和重建工作最初并不十分顺利，这期间不仅有力量对比的原因，也
和初建过程中区村干部及其组织尚不得力有关。 而最基层的村支部、党小组，以及村政权的恢复、
重建和发展，相当程度上都需要靠区级干部起作用。 但从这一年年底长治县委综合考察评估区级

干部队伍的报告可知，至少县委主要领导这时对区级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看法是负面多过正面的，
同时报告也反映出，本地区干部对外来的县委领导也不是那么服气的。

报告称：现有区级干部中 １８—２５ 岁 １２ 人，２６—３０ 岁将近 ２０ 人，多数都是 １９３８、１９３９ 年入党

的，但因此他们“初中以上程度只占五分之一，其余文化程度甚低，学习又差，进步甚慢（有三两个

月不拿报纸与书），大大阻碍了这些干部政治上的提高。 因此他们的工作效率极低，工作态度也不

正常（腐化、情绪低、想家、怕威胁家等）”。 这种情况在本地干部中反映得最明显，他们“多不称职，
能力也极弱，政治上很落后”。 报告也认为，敌占区的恶劣环境极大地造成了本地干部的思想混

乱，他们“脑子中还存在不少糊涂观念（不杀人解决不了问题及左右摇摆等）”。 一些人“是左倾不

顾一切的蛮干”；一些人“是右倾畏缩的等待心理和两保险的变天思想严重存在”。 报告批评部分

负有领导责任的区长级干部对工作缺办法，仇恨心却极强，不知道一切要从爱惜群众、保护群众利

益出发，同时还本位主义严重，“认老张老五不认上级”，甚至不把县委领导放在眼里，更不必说去

顾及其他部门和群众的利益了。 最严重的是许多干部经常性地违犯政策法令，有些干部贪污腐化

严重，有些干部则表现为“工作中常有狭隘、报复、蛮干、顾头不顾尾、麻痹、各顾各又顾不了身边的

现象存在”。 还“有不少地方同志，眼一红就想杀上两个。 如二区一气杀七个，四区为给宋周报仇，
一气一天杀了九个。 杀的虽都是汉奸特务，总有些不策略”。 在县委领导人看来，长治一年来被捕

牺牲干部甚多，尽做“亏本买卖”，这也是一个原因。①

区干部在组织恢复和重建中的表现让县委不那么满意，当然不全是干部素质的问题。 作为新

开辟的游击区，在长治 ５ 个区中，真正能受中共控制的基层政权这时还极少，绝大多数编村还是据

点林立，处在日伪或在国民党力量的严密控制下。 即使少数形式上受到中共掌握的村子，非本村的

区级干部也很难前去活动，因为日、伪、国民党几方面的特务、眼线颇多，常常是中共区县干部或小

股武装白天到，晚上伪保安队或国民党武装就来突袭了。 这种情况给区委联系基层造成了极大的

障碍。 三区负责人就承认，该区原本有工作基础，如有几个村子过去八路军在时给了群众一些利

９１
① 长治县委：《组织工作一些材料》（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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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群众大都“人心向我”，村干部也敢于斗争和工作。 但因本区敌人占绝对优势，据点多，再加上

敌伪与国民党合流的影响，因此区委成立以来一直没有深入过下层，只是用行政命令来布置工作。
因为不了解下情盲目指挥，导致群众利益受损，反而使得一些村子的群众疏远了我们。 五区的情况

也类似，大家都知道必须要联系群众，但区委开始工作后主要只是向群众要东西，没给群众利益，对
群众的实际状况不了解，对敌伪也缺少调查研究，因此在争取群众的问题上常常找不到有效

办法。①

县、区部署的工作，包括组织重建，除了部分村子是区级干部起了重要作用外，很多都是靠从村

干部提拔起来的区级干部在做工作。 因为从安全的角度，只有他们才比较容易在熟悉他们的群众

中活动。 但是，这些很快被提拔到区级干部位置上来的农民干部，无论政治觉悟，还是文化水平，对
达成上级任务要求，都自觉困难重重。

１９４４ 年 ３ 月，长治县委利用生产度荒会议的机会，专门对与敌顽冲突很尖锐的二区干部的思

想及工作情况，进行了一次摸底调查。 调查后的报告中着重反映了 ９ 位到会负责农会和生产工作

的本地农民干部的思想情绪。
谈到入党动机问题，其中 ５ 人都坦白地表示，当初入党并“不是为了革命”。 有的说：“入党是

为了吃得开”；有的说：“入党是为了起家，认为党是杀富济贫，能扶持自己”；有的说：入党“是（被）
顽固逼的而参加了”；有的说：“入党动机是为了报复，自己公开不出头，领导群众干一下”……②

谈到作为区级干部的作用、影响和责任问题，只有一人较痛快地表示：“生活困难，前途悲观，
但是有时想起过去受顽固压迫，现在解放了，干吧！”其他干部一致表示自己能力太差，不知道该如

何应对上级交给的任务。 有的说：“在工作上，上级要求汇报，自己很作难，反悔还不如当个村干

部。 可是不干又怕受批评，又怕群众看不起。”有的说：“工作上搞不出成绩，深入不下去，上级又要

批评”；“党员又是吃苦在先，享乐在后，想着还不如不参加哩，什么时候才能享福呢？”有的说：自己

“开会时情绪高，一看见实际就没办法了，自己也不识字，上级要些材料也完不成”；同时“在外边情

绪高，一进家就情绪低了，因为家里没有劳动力，还没吃的，三口人种十亩地本来该吃不完”，实在

觉得受罪，“只能自己怨恨自己”。 有的说：对工作很悲观，但自己“是本地人，不好意思，能力低，搞
不出成绩来又受批评”。 有的说：“工作上没办法，上边抓得紧……自己能力低，不如当个通讯员，
抗战胜利就算完，但是抗战几时胜利呢？”③

抗战胜利前长治基层村干部的状况

长治以及同属太南的潞城、长子、屯留、襄垣、壶关诸县，因中共八路军一二九师及其工作团抗

战初曾经驻扎并做过群众工作，一度大力发展过党员。 故 １９４３ 年上半年即恢复过去有过基础的

１０ 个村的支部和七八个村的党小组。 但是，由于当初的党员发展十分粗放，加以沦为敌占区已三

四年，即使这些迅速复建的党组织中，其干部的素质也是参差不齐的。
据 ５ 月县委报告称，同为支书，榔家村和看寺村村支书“工作积极、热情、群众中有威信”；任家

庄支书过去胆小，“现锻炼得较强”，“对我忠实”，“能团结一大部群众”；鲍村村支书“素好打抱不

平，能团结群众”；原村和冯村村支书“对组织有认识，责任心也有，团结群众好”，缺点都是“表现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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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长治一三五区对几个问题讨论发言》（１９４４ 年）。
《长治县第二区区级干部思想现状》（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长治县第二区区级干部思想现状》（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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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其他支书大都“对组织认识模糊”，如南沟村村支书“为反贪污入党”；六家村村支书“为反对

地主而参加我党”；前土门村村支书“社会经验相当丰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体贴穷人困难，又擅说

合社会间各种纠纷为能手，以落好村中平和为其个人出发点……对组织认识模糊”；后土门村支书

“表现忠诚、谨慎、胆小，有热情，对党认识差”。①

１９４４ 年初，随着基层地下村政权数量的增多，长治县委组织了一次专门针对村级干部为期 １０
天的集体培训。 这次训练班抽调了表现较好的 ２４ 人，其中不少是 １９３８、１９３９ 年入党的老党员，但
２４ 个人的文化程度普遍都很低，只有 １ 人读过高小，７ 人能读简单的文字，１２ 人多少认得一些字，
其余为文盲。 即使是表现积极的贫农党员，不少在八路军北撤后也都表现得比较消沉，甚至动摇。
报告称，２４ 人中“给敌人做过事的有六人，给敌顽做过事的七人，给敌人而又给顽固做事的三人；向
敌人自首的二人，向顽固自首的三人；赌过钱的十二人……参加咱们工作开小差回去的三人，偷过

咱们文件给敌人者一人，卖过金丹毒品者二人；参加过青帮的一人，参加过圣人道者一人，参加过忠

孝道者一人，参加过国民党的一人；吃过料面者七人，怕死请顽固客者一人”。②

之所以会有上述表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共产党的力量和胜利的前景缺乏信心。 经过反

复讨论、启发和鼓动，参训学员大都诉说了自己的顾虑所在。
有的“怕变天”，因为觉得敌人力量大，国民党大批投敌，不仅敌人力量更大，而且有国民党降

军协助，担心自己的家属亲朋随时都可能遭殃。 有的相信“良心”，说：谁的心不是肉长的，“整日在

村上碰来碰去，咱对［他们］客气，特务也会原谅咱们。 他们若坏了心，咱们送些小礼，他们总不会

再说什么，积极共处，互相保险，能保安全便不坏。”有的想报复，说：这几年受害受气太大，因此不

报仇心不甘。 这次来受训，就是想来商量商量，争取回去杀掉最恨的几个顽固派，“能够出出咱的

气便痛快啦”！ 有的知道政府的政策法令，“也知道三区杀人最多，特务报复也最厉害，我们死人或

被捕的同志也最多。 可是又管不住自己不杀人不成的糊涂想法”。 三区原村、西故县、定流等村的

党员，在半年中活捉杀死土匪、便衣、地主，就不下 ４０ 余人。③

一年之后，即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底，长治县委再度举办村干训练班，这次招收学员 ４８ 人（实到 ４７
人），连续学习了 １５ 天。④ 这次学习训练，主要是想帮助解决最让县委担心的村干部中普遍存在的

几个思想问题和作风问题：一是干部的阶级觉悟问题；一是对前途没信心、怕变天的问题；一是不能

联系群众的问题。
从报告总结汇报的情况看，这次训练班对村干部阶级觉悟问题的解决，是比较顺利的。 因为大

部分受训的学员都认定，只有跟着共产党才可能过上好日子，因此，只要教会他们算剥削账，对那些

靠着敌伪顽过着较富裕生活的地主富农的“阶级仇恨”就很容易建立起来。 一旦划清了阶级界限，
明白了“国民党专制是地主富人的天下”，只有共产党和八路军到来后“穷人才能说话”，“才能翻

身”，“才能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多数人自然也就知道过去“糊里糊涂不知给谁干，困难了就不想

干”的态度是错误的。 同时，这也顺带“解决了本地人外地人［的隔阂］”，因为理智上没有人不明白

“被压迫的应当一块儿干”的道理。⑤

对前途问题，学员们最初谈到时仍很悲观。 不过进入到 １９４５ 年，大家担心的已经不是日本人，
而是国民党了。 早在国民党中央军统治那段时间，长治民间就在流传一个民谣：“老黄没要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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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长治县委：《长治党和群众组织工作材料》（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长治编村干部训练总结》（１９４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
《长治编村干部训练总结》（１９４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
《关于印发第一期支干整风班的总结通知》（１９４５ 年 ２ 月 ４ 日）。
《第一期支干整风班的总结》（１９４５ 年 ２ 月 ４ 日）。



抗日战争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是南边怕”。① 尽管国民党中央军被日军赶走两年了，但这几年国民党特务、武装对中共干部群众

的威胁、抢掠和杀戮丝毫不比日伪来得少。 特别是 １９４３ 年春夏之交国民党中央军发起对延安的全

面围堵，大有灭此朝食之势，更是让这些村干部感到紧张，害怕国民党、阎锡山会打回来。 有学员明

确讲：“四十万大军把八路军老地方（指陕甘宁边区———引者注）都包围了，说不定中央军哪天就过

来了，这可怎么办？ 分委说咱有八十万党员、五十万大军作后盾，可是离得太远怎么办？ 眼看陕甘

宁边区完蛋了，咱这里也就完了。”②

由于相信共产党打不过国民党，到时候只能再来一次大撤退，自己也只好背井离乡跟着组织退

到太行山上去，不少学员都表现出接受不了，却又左右为难的态度。 有几个学员就讲：“不干吧，在
里了（指已经是党里的人了———引者注）；不走吧，早弄明了（指身份已经公开了———引者注），不走

也得跟上走了。”否则，“共产党前晌走了，咱活不到晌午，党员活不成，基本群众也活不成”。
即使是那些态度坚决的学员，也都相信共产党打不过国民党。 只是他们的态度是：“我管他走

不走呢？ 他（共产党）在一天，我干上一天再说。”还有的是担心家人受害，因此扬言：“走以前一天

崩上几个国特，他（中央军）过来了，也崩完了。 崩完了再走，家就受不了害了。”
训练班针对这一情况，根据报载宣传材料，并结合太行太岳根据地和太南游击区发展情况，对

胜利前景反复做了说明。 到训练班结束时，不少学员都不那么悲观了。 报告称，多数学员初来时都

是迷迷糊糊的，觉得没前途，“经过整风，［大家］认识比较明确了”。 有学员就讲：自己初来时确实

不想干了，“受罢训觉得还有前途，回去干吧”。③
相对而言，在训练班上最难解决的，还是“脱离群众问题”。 虽然学员们全都是村干部，然而几

乎全都有“自高自大看不起群众” “看不起穷人，不愿劳动”和“自私自利、贪污腐化、当小偷”等

问题。
自高自大的主要表现是，“嫌群众落后，不如自己进步，因此对群众态度就是训斥和行政命

令”。 村里工作从不和非党的群众商量，全靠几个党员包办。
看不起穷人的主要表现是，认为自己是上级委任，让自己管群众的，因此总觉得自己比群众高

一头。 因为不喜欢干体力活儿，因而认为当了干部就有理由不下地了，甚至在互助组不出工还觉得

理所当然。 有些干部甚至还发展到嫌群众麻烦，动不动会打骂群众的程度。
所谓自私自利、贪污、当小偷，其实就是依仗权力多吃多占，甚至明火执仗地抢夺农民的劳动果

实。 这主要表现在多数村支书村干部都习惯搞特权、“占便宜”。 一些村干甚至指挥民兵，“偷”群
众的农作物，给自己享受。 最极端者，某村支书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司令部，自任司令，夜里指挥

民兵，今夜偷葡萄，明夜偷梨，后日偷果，谁家有杮疙瘩就清查谁家户口，去了就吃”。④
腐化问题，主要表现在乱搞男女关系上。 当干部以前的不算，当了干部以后仍旧在嫖的，４７ 名

学员中就有 ３１ 人。⑤
对于上述问题，靠一次训练班当然不可能求得解决。 训练班组织者甚至也只能组织学员们自

己讨论改正办法，给出的讨论内容也是启发性的：“一个共产党员自私自利、贪污腐化，脱离了群

众，对工作有些什么损失，对你自己前途危险不危险？”这样的讨论只能是走走过场罢了，有学员就

公开表示听不进劝告，称“嫖破鞋”的毛病“不好改”，说：“要想改，得给我搞上个老婆”。 但是，把

２２

①
②
③
④
⑤

《长治对敌斗争参考材料》（１９４３ 年 ２ 月）。
《第一期支干整风班的总结》（１９４５ 年 ２ 月 ４ 日）。
《第一期支干整风班的总结》（１９４５ 年 ２ 月 ４ 日）。
《第一期支干整风班的总结》（１９４５ 年 ２ 月 ４ 日）。
《第一期支干整风班的总结》（１９４５ 年 ２ 月 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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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摊开来，面对面进行批评和讨论，受训学员至少都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是党组织所反对

的，将来是可能给自己惹麻烦的，因而多数人还是表态想改。 只不过，没有哪个想到的改正办法

是真正有约束力的。 一位村支书想到的改正办法是：“我要想到我村一个党员叫群众斗争了一

回，我就不敢脱离群众了。”另一村支书想到的解决办法是：以后一做这事就想会生病，就不想

做了。①

县区村权力结构与县委的决定作用

由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太南地区县、区、村三级管理体制中，县委是地方与党中央联系的枢

纽，更是中央指示贯彻执行落实的关键，因而上级党委对县委主要领导干部的任用标准首先看重的

还是工作能力，集中地体现在对干部政治经历和文化程度的重视上。
这个时候县委的核心领导班子，包括书记、县长、副书记和党委组织、宣传两部长，通常不过

４—６ 人。 从长治县的情况可知，这时县书记、县长一级的干部，全部都用的是外来干部，除 １９４４ 年

下半年派来的王琳，因为是老红军，１９３８—１９３９ 年在长治做过八路军工作团团长且兼过县委书记，
比较熟悉长治的情况，因而未考虑学历外，其他几位的学历都在初高中以上。

区级主要领导班子，如各区区长、公安局局长和区委委员等，一般也是上级党委选择任命的。
但因为上级党委的干部储备不足，因此长治最初 ５ 个区长选用的标准已明显低于书记县长级。 与

县委县政府作为权力核心和政治灵活的作用不同，区委区政府被设定为联系基层村的实际工作机

构，因而所需人数差不多是县委县府的 １０ 倍上下。 除个别关键岗位外，这样多的干部也就只好就

地取材了。 因此区干部中不仅本地干部较多，而且有些本地干部原本就是农民，仅粗通文字，还有

不识字的。
在长治，恢复建立村一级支部和地下村政权，书记和村长副等选用 １９３８、１９３９ 年入过党的农

民党员很容易。 但就像长治县委报告中说明的那样，因为当年组织发展带有“严重的感情拉夫主

义”，“只追求数字，忽视质量”，吸收的党员除“一部分是为了维持地位，为了有势力和有事干，为
了反对老财等，大多数是不知为了什么”。 还“有的入了党不知道自己是党员，或知道是党员而不

知参加的是什么党”。② 这也是为什么 １９４１ 年 ３ 月八路军一撤，村的党组织会瞬间瓦解，有些人

会违心地转去为日伪顽服务。 但是，与日伪顽比，他们终究还是更认同共产党八路军，因此中共

秘密回归后，绝大多数曾经参加过党的人明知有危险，思想上也有动摇，内心里却还是愿意当“暗
八路”。③

上述情况决定了长治县、区、村三级党政关系的权力构成不能不是金字塔式的，在这种权力结

构中，县、区、村三者具有相互依存，且上下贯通，基础相对稳固等特点。 但县委毫无疑问是整个权

力的核心与灵魂。 中共县以下各项工作运转和作用的成功与否，明显地依赖于县委是否正确地传

递上级党的政策方针，以及将其与本地实际相结合，灵活把握执行的能力如何。 而作为最基层的村

级党政干部作用的发生，更是全要倚赖于县委（透过区委）的指导、推动、命令与约束。
值得注意的是，长治重建组织和恢复群众工作之际，太行党的上级机关仍在执行毛泽东关于

目前在敌后“应该是善于荫蔽自己，保存实力，处处为民众着想，要保护民众，使民众不致吃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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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支干整风班的总结》（１９４５ 年 ２ 月 ４ 日）。
《长治党和群众组织工作材料》（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当时长治地区日伪顽及民间对暗中倾向和帮助八路军的人的一种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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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保存自己）”的策略方针。 该方针主张实行“革命的两面派策略”，即主张允许民众“有计划

性的应付敌人的办法”，坚决反对一切可能引起敌人残酷镇压，造成民众恐惧的尖锐斗争的办

法。① 故长治县委 １９４３ 年时仍再三强调：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争取群众，必须要在一切对敌斗争中

“以保护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同时努力“合理解决群众负担问题”。 因此“要善于正确运用革命

两面派政策，采取一切方式去麻痹欺骗敌顽”，并在此基础上争取把敌顽的村政系统在事实上变

成我们的村政权。 而得到群众的同情和拥护，“是抗日战争两面政权的社会基础与可靠的依

托”。②

在长治这样的敌占区采取这样的方针，显然极大地便利了中共争取大批农民党员干部的回归

和党组织的重建。 村里有了党的组织，把敌伪顽控制的村政系统转化为两面或三面政权，也就有了

可能性。 进至 １９４４ 年夏，中共已经在长治县 ５ 个区中取得了对 ５５ 个编村 ３６８ 个自然村的实际控

制权，同时 ８０％的村维持会政权也变成可资利用的两面或三面派政权了。
在争取群众同情和拥护的问题上，长治县委自始至终都注意到区级干部，尤其是村级干部

在思想上和作风上存在的诸多问题。 县委书记王琳到任不久，就明确主张，必须要从转变基层

干部的思想和作风，大家全力去发现群众当下最关心和最急于解决的问题入手，来达成争取群

众的目的。③

１９４５ 年初，在活动范围大大扩大的前提下，区、村两级干部均按要求深入到农民中去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去了。 此举不仅使老大难的村长副贪污腐化现象得到了遏制，而且也使干群关系发生

了立竿见影的变化。 如三区北大掌村干部发现一件村民受屈的事情后，以适当的方式解决了，马上

就有其他村民也来找干部帮助解决类似问题。 干部们帮助解决了后，村民们提出的问题也进一步

增多了，而且连旁村的农民也找来了。 最初来的南大掌村的村民还很紧张，临走时再三嘱咐干部：
“千万可不要说是我给你说的！”但随着区村干部组成工作队进入南大掌村，发现各种问题六十多

件，解决中又发现 ４０ 多件后，农民已经不再害怕了。 由区干部出面，甚至在南大掌村召开了群众大

会，而群众也开始争先恐后地要求：“快点先给我解决，免得他（指投诉对象———引者注）知道了

跑走。”④

已知仅 １９４５ 年 ２ 月，工作队在北大掌村解决小偷问题 ３ 件，贪污问题 ６ 件，不合理负担问题 ２
件，其他问题 ２９ 件；在南大掌村解决土地问题 １６ 件、房产问题 ７ 件、债务问题 ９４ 件、雇工问题 １３
件、小偷问题 １０ 件、贪污问题 １ 件、其他问题 ２１ 件。 整个 ２ 月三区即解决了 １３ 个村的各类问题达

４７５ 件之多。⑤ 在各类问题中，“群众最关切的是自己的土地”，而几年来因受恶霸、特务及灾荒所

迫，“贫苦群众的土地失掉的很多”，长治县委乘热打铁，依据上级部署的开展反奸清算斗争的指

示，在长治实行了“反恶霸、反贪污、反夺地斗争”，又进一步开始尝试帮助失地农民解决土地或相

关债务及赔偿问题。⑥

这一系列工作开展的时间虽然不久，然而其效果很快就展现出来。 １９４５ 年夏，日本投降之初，
国共两党为争夺以长治为中心的上党地区，进行了数万人规模的上党战役。 在前后不过 ４０ 天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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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河北平原反“蚕食”斗争的政策致刘邓并彭左罗的电报》（１９４１ 年 ６ 月 ９ 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２ 卷，中
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６４８ 页。

长治县委：《两个月村政权工作总结》（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２４ 日）；长治县委：《长治党和群众组织工作材料》（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长治工作近况》（１９４５ 年 ２ 月 ２１ 日）。
《长治工作近况》（１９４５ 年 ２ 月 ２１ 日）。
《长治县第三区十三个村群众问题处理件数统计》（１９４５ 年 ２ 月 ２２ 日）。
万青：《关于几种土地问题处理上几点说明》（１９４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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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过程中，中共地方党政部门，动员了长治、潞城、黎城、平顺、壶关五县干部、民兵、自卫队 ６ 万余人

参战，１２ 万人担任搭桥、修路、磨面、洗衣被和看护伤员等工作，同时成功地承担了供给和转运 ３ 万

作战部队所需的几乎全部物资。① 正是因为得到了如此充沛的人力、物力支援，中共太行太岳武装

才得以一举歼灭阎锡山主力 ３􀆰 ８ 万人，自此将国民党势力彻底逐出了上党地区。

战后解决农村基层干部问题的尝试与困境

在上党战役及随后的破城工作中，五县干部带领民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如果与久已

成为根据地的黎城、平顺、壶关三县干部与民工相比，长期处于敌后的长治和潞城的民工及其干部，
就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了。 用长治临时军政委员会报告中的话就是：两者的表现清楚地反映出“新
解放区与老根据地的群众觉悟不同”。

报告提到，黎、平、壶三县干部是县、区、村三级干部，根据民工所属区村，配比着带队来参加支

前的，因此干部来的人够多，对民工也有一套宣传动员的办法，领导、组织、调度十分顺畅，民工的政

治觉悟也很高，交给的任务都能积极主动去完成。 相反，长治和潞城配备的干部人数明显少，再加

上派来的干部和民工政治觉悟都较低，因而多有“支差应付态度”。 一些家庭只是派些十四五岁的

孩子来充数，如潞城 １５ 岁以下的就有 ２４５ 人，最小的才 １１ 岁。 由于缺少管理、教育和纪律约束，部
队打下长治后，长、潞两县支前的农民有些自行就跑回家去了，有些则各顾各地跑到县城仓库附近

去拣便宜。 对临时军政会布置的破城及拆除碉堡据点的工作，黎、壶、平三县民工在干部领导下，毫
无怨言地积极完成了分配的任务；长、潞两县民工却怪话连篇，并出现严重怠工的情况，而且干部本

身就态度消极，“不出力光聊天”。 以至“如你问为啥不好好破呢？ 他就回答：‘还在乎我这一个

人吗？’”②

注意到老区与新区支前民众以及干部之间的这种差距，或许能够让我们联想起战时国共两军

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以及体现在部队纪律和士气上的差异。 同样是农民兵，同样是来自农民家

庭的普通军官，何以到了中共军队里其农民小私有者的自私本性就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抑制？ 结

合新老区基层干部和农民的不同表现，我们也能够看出，这种改变除了意识形态和领导意志的作用

外，长期的宣传鼓动、思想熏陶、组织规训和纪律约束影响巨大。
换言之，中共虽然长期活动生长在农村，但它的核心领导集团始终是由有着一定文化程度和

政治理想，信奉阶级斗争理论的知识分子构成的。 他们除了依靠严格等级、分工和规则的科层制

体制，按照党、政、青、妇、少和民兵分系统将农民组织起来，根据工作需要选派、选拔并训练干部，
以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外，更格外重视党的政策方针的贯彻与落实。 面对越往底层受教育程度

越低的情况，中共逐渐摸索出一套分层进行政策宣讲和学习的工作方法。 而越是老根据地，各级

干部和农民就越是习惯于这样一种训练方式，其组织性、纪律性、政治敏感性和工作的自觉性，就
相对较高。 反之，凡属新区，如长治和潞城等，这方面自然就比不了老区。 这也是为什么战后在

这些地区推行土改运动时，中共通常都会选派有一定经验，且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组成工作队，
驻村指导，甚至直接推动和领导运动了。 因为，就像韩丁在《翻身》一书中描述的那样，抗战胜利

后在新区农村中获得无限权力的部分农民干部、党员及其民兵，往往很容易走向专横、腐化和徇

私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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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太行三地委：《长治战役中地方工作总结》（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长治临时军政委员会：《长治破城工作总结》（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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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丁已经清楚地注意到，这类事情的发生在他所能了解到的范围内不是偶然的。 “像这样的

村子在区里并不只是张庄一个……。 同样，在潞城县里发生这种事情的也并不只是一个第五区，而
在太行地区的各县之中，潞城县也不算什么例外。”①这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就是靠上级党委

派工作队入村，发动群众，踢开支部和村政府，整党整干，人人过关。 但韩丁对这种一时的清查和惩

罚式的斗争方法是抱怀疑态度的。 他相信：农民离不开“共产党领导”。 但他同时相信，根本上党

还是要建立一种制度，让农民学会自己管理自己。② 深感庆幸的是，他临走时看到了他所认为的具

有根本性的解决办法。
１９４８ 年夏，中共中央决定在公民选举的基础上成立村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③ 用

县委派来的工作队队长蔡勤的话来说：“现在，每个人都可以选举自己要选的人当干部。 但是选举

之后，获得多数选票的人要有办事的权力，所有人必须执行当选人作出的决定。 ……如果他不行，
如果他不称职，你们可以另选人代替他。”这也就意味着，干部滥用权力的现象，以及整党运动中出

现的无政府现象，都可以通过这一制度设计得到完满解决。
那么，村党支部以及党员干部还有没有领导地位呢？ 对此，蔡勤宣布说：“张庄人民代表大会，

是全村最高的权力机构，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和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党支部可以对代表大会上提

出的所有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意见，但如果代表们反对，党支部乃至上级党组织也只能“进
一步解释，进行教育，以待将来统一认识”。 在韩丁看来，这也就是说，“共产党无权以任何形式行

使国家权力，它只能进行说服，树立一个榜样。 当然，谁也不能阻止人民选举共产党员为张庄代表

大会的代表，但是，共产党员不能比其他代表有更多的权力。 共产党员只能通过自己内部的团结和

解决难题的能力，而获得多数人支持来实现领导”。 党支部和党的干部在村里不会有任何特殊的

权力，并且必须依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责与规定行事。④

韩丁深感遗憾的是，自己在张庄只呆了不足半年，没有时间来验证他上面的这些愿望和判断。
他据此发表了他所看到和相信的史实，也留下了一些疑问。

当他再度来中国时，已经是 ２３ 年以后了。 这一次，作为“文革”中的美国客人，他已经没有可

能深入到张庄去参与那里人们的生活，张庄的干部们也没有可能像过去那样与他推心置腹地交流

了。 但是他还是敏感地注意到，他离开时所抱的期望不少没能实现。
他说，随着全国解放和新政权的建立，村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不复存在了，政权重归党支部领

导。 原先在农村中的各级党政部门多半都搬到新建的办公楼去，并用高大厚实的围墙和荷枪实

弹的卫兵守卫了起来。 即使经历了“文革”，大队革委会也还是围在高墙大院里，只不过村民可

以自由出入罢了。 到了公社一级，旧的官场习惯触目皆是。 “在一个四面围有高墙的大院里有

多个部门的办公室、政府机构，革委会办公室像过去的县衙大堂一样在最里面。”坐在堂皇的办

公室里，新的政府继续干着旧衙门干的事情，“通过加盖公章签发文件、法令、通讯发票和收据。
这些手刻的木头或石头大印上有单位的名称，级别越高，公章越大，最大的直径有 １０—１５ 厘米，
命令上盖的公章常常是代表官方的红色———表示命令所有的人执行。 控制着公章就意味着控

制着权力，抓住了公章等于抓住了权力。”结果显而易见：“干部脱离了群众，群众疏远了干部”，
“干部容易产生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命令主义，而群众则容易感到自己地位低下，遇事必须恳求

６２

①
②
③

④

韩丁：《翻身》，第 ２５４—２５５、２６９ 页。
韩丁：《翻身》，第 ６３４—６３５、７１１—７１２ 页。
毛泽东：《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

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２５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３１５ 页。
韩丁：《翻身》，第 ６１７、６３３—６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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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哀求”。①

韩丁承认，自己可能高估了说服教育在张庄所具有的作用，尤其高估了张庄当年的民主试验。
因为一方面，“经过选举而产生的村民代表大会或革委会的自主管理权，上级经常将其剥夺。”他怀

疑上级就“不愿把地方实权托付给农民。 因此没有党中央发起的、统一领导的群众运动，人民根本

不可能向官僚机构挑战。 运动一退潮，传统统治又卷土重来。”②

另方面，他认定这是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文化影响和中国革命的农民性所决定的。 “只要

８０％的中国人仍然是农民，只要他们仍旧被束缚在田地上用锄头种地，重建极权和精英统治的上层

建筑的基础就会继续盛行不衰。”联系到“文革”期间在当地发生的种种状况，他更加坚信，除非实

行民主，否则，“旧中国乡土长期存在的暴力不会轻易地让步于说服教育和正当的法律程序”。③

但是，中共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军事革命。 领导革命的不能不是高度集中制的列宁主义政党。
和列宁一样，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最看重的同样还是能否培养出“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和
数万“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的中层领导干部的问题。 用

他的话来说：“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

敌人之目的。”④这之后毛泽东也多次提到“下级与初级干部”文化水平太低，对政策的了解程度以

及工作技术水平有限，必须抓紧教育提高的问题。⑤ 只不过，抗战结束后，全国数以百万计的村庄

再没有机会经历哪怕是像太南那样的游击阶段，解放、建政催生出来的无数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更不

可能得到像抗战敌后根据地那样近乎半军事化的战争历练了。 但军事革命任务结束后，新的一个

比一个更加困难和艰巨的革命任务仍然不断提出，因基层干部素质引发的问题，多半只能沿用以往

战争年代形成的办法，即选派个别有经验的干部，带领突击培训过的少数知识青年，组成工作队，定
期或必要时入村去解决。

〔作者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 高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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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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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韩丁著，《深翻》译校组译：《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１８２—
１８５ 页。

韩丁：《深翻》，第 ７１７—７１８ 页。
韩丁：《深翻》，第 ２６ 页。
参见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８ 日），《毛泽东选集》第 １ 卷，第 ２７７ 页。
如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 １９ 卷，香港，润东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第 ２１６—２１７ 页；毛泽东：《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１ 日），《毛泽东文集》第 ６ 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版，第 ８８—９０ 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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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ａｓ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ｉｌｙ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ａｇａｉｎ． Ｌａ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 ａｎｄ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ｈｏｓｅ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Ｃａｄ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Ｂａｃｋｓｔａｇｅ Ａｒｅａ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Ｃａｄｒｅｓ ｉｎ Ｔａｉｎａ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Ｙａｎｇ Ｋｕｉｓｏｎｇ （１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ｒｉｔ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ｉｎｔｏｎ， ｉｎ 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Ｆａｎｓｈｅｎ，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ｌ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ａｎｇ， Ｌｕｃｈ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ｈｅ ｈａ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ｌ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Ｈ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ｎ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ｌｏｒｄ ｃｌａｓ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ｉｌｙ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ｂｙ ａ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ｗｈｏ ｕｓｅ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ｎｏ ｌａｎｄ ｏｒ ｌｉｔｔｌｅ ｌａｎｄ． ” Ｔｈｅｓｅ ｃａｄｒｅｓ， ｗｈｏ
ｃｒａｗｌ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ｌｕ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ｈａ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 ｏｆ ｓｅｌｆｉｓ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ｂｅｉｎｇ ｏｆｔｅｎ ｅａｓｙ ｔｏ ｇｏ ａｓｔｒ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ｅｎｊ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ｂｕｓ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ｉｎｔ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ａｓｋｅｄ： ｃｏｕｌｄ ｔｈｅｙ
ａｂａ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 ｇ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ｌｅａｄ 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ｔｏ ｓｔａｎｄ ｕｐ， ａｎｄ ｇｅｔ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ｕａ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ｓｐｅｒａｔ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Ｉｆ ｔｈｅｙ ｄｏｎ􀆳ｔ ｈａｖｅ ｓｕｃｈ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ｈａ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ｆａｃｅｄ ａｎｄ ｓｏｌｖ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ＰＣ ｔｈａｔ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ｔｏ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Ｃａｓｈ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ａｎ Ｘｉａｏｘｉａ （２８）……………………………

　 　 Ａｒｏｕｎｄ １９３７，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ａ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ａｄｅ ｐｌａｎｓ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ｉｄ ａ ｌｏｔ
ｏｆ ｗｏｒｋｓ ａｂｏｕｔ ｆｕｎｄ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ｒｅ ｐａｒｔ， ｎｅｅ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ａｒ．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ａｓｈ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ｕｆｆｅｒ ｌｏｓ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ｘｔ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ｒ，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ｆｉｒｍ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Ｔｈｅｓ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ｌｙ ｌａｉ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ｄａｙ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ｒ．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ｏ ａ ｇｒｅａｔ ｅｘｔ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ｃａｓｈ， ｂｏｎｄｓ ａｎｄ ｓｉｌｖｅｒ ｗａｓ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ｓｈ ａｎｄ ｂｏ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ｌ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ｉｌｖ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ｏａｌ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ｓ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ｗａ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ａ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２６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Ｘｉｅ Ｒｅｎ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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